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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否“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基本事实
与影响因素

钱学锋 高 婉

摘 要  “十四五”期间，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中国制造业将进入新机遇与新挑战

并存的新阶段。只有认清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趋势与特征，才能在新阶段为其找准新

定位，为今后行稳致远提供重要依据。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近年来引起众多关注的中国加速

去工业化趋势，基于标准化判断方法来研判，中国尚未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统计分

析来看，中国于2012年告别了工业化高峰期，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趋势，但使用实

际增加值份额衡量的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名义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使用就业份额衡量的

去工业化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衡量的速度。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深入探究后发现，需求

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变、国际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

要影响因素。因此，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制造产品，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

动战略新兴产业，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理应成为

“十四五”期间中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的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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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在其著作《经济进步的条件》中提出了著名的配第-克拉克法则：随着

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

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

升［1］（P135-166）。配第-克拉克法则表明，一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会经历“工业化而后去工业化”的过程，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历史经验也确实与此相一致，那些在二战后经历快速工业化的发达经

济体于20世纪下半叶纷纷排队进入去工业化阶段。由此看来，去工业化似乎是一个经济体完成工业化

后一时期的标准化动作。然而，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较低水平①时就出现制造业份额持续

下降的趋势，Dasgupta和Singh在其文章中首次将这种现象称为“过早去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

ization）”［2］（P1-18）。

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制造业发展速度自“十二五”期间开始放缓，且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

献度逐渐被服务业所超越。2012-2019 年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份额持续下降，由 32.10% 下降至

27.20%②［3］（P5）。数据表明，中国已经和大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表现出加速去工业化趋势。然而，从国际

① 此处的“较低水平”是指与成功工业化国家出现去工业化时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比。

②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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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来看，制造业份额持续下降是经济发展进入高收入阶段才会显现的特征。世界银行2020财年的标

准将2018年人均GNI超过12376美元的国家划分为高收入国家，2018年中国人均GDP为9771美元，人

均GNI为9460美元①［3］（P10）。显然，中国在步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前就出现制造业份额持续下降的

趋势。

在此背景下，“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毫无疑问，

在考虑如何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和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之前，有三个重要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中国去

工业化进程是否健康？到底处于何种阶段？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只有以上问题得到回答，才能在正

确把握中国去工业化的趋势和特征的前提下，有针对性提出维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和增强制造业竞争优

势的应对思路，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

一、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经济学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讨论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去工业化现象。事实上，早期去

工业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达国家［4］［5］［6］（P415-426）［7］［8］［9］，而自Dasgupta和Singh在其文章首次提出“过

早去工业化”这个概念后［2］（P1-18），许多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一系列相关文

献应运而生。

Dasgupta和Singh将“过早去工业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仅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另一种是制造

业就业份额和产出份额同时下降［2］（P1-18），二者其实分别对应Rowthorn 和 Wells研究早期工业化国家

去工业化现象时提出的“良性去工业化”和“恶性去工业化”［9］。Rodrik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去工

业化时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和人均GDP［10］（P1-2），再次验证了Dasgupta和Singh提出的“过早去工业化”

现象。

自此，“过早去工业化”这个概念广为人知，研究发展中国家去工业化的文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1］

（P1-35）［12］（P139-168）［13］（P1-29）［14］（P1-49）［15］（P1-33）［16］（P1-26）［17］（P1-34）［18］（P1-27），这些文献利用不同

的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是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进行验证，并对其可能存在的经济效应进行讨论。

其中，一部分学者认为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过早去工业化”会对

其经济增长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15］（P1-33）。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经济发展并不依赖于特定产业，服

务业亦可为经济增长提供主要动能 ［14］（P1-49）［16］（P1-26）。除此之外，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特定

国家或地区。如Hamid和Khan对巴基斯坦制造业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巴基斯坦正处于“过早去工业

化”的边缘［19］（P107-141）。Castilllo和Neto则将研究范围转至拉丁美洲，发现阿根廷、智利和巴西已表现

出明显的“过早去工业化”特征，但墨西哥尚未表现出“过早去工业化”的特征［20］（P9-16）。

由于Dasgupta和Singh并未对发展中国家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其后学者

便尝试从多个维度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基于之前学者对去工业化原因的讨论［21］（P429-443）［22］（P469-

477）［23］（P478-486）［24］（P1-14）［25］（P667-682），现有多数文献从需求、技术、贸易和全球价值链等方面深入

分析发展中国家发生“过早去工业化”现象的原因［15］（P1-33）［26］（P1-24）［27］（P73-87）［28］（P289-326）［29］

（P1-39）。

以上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然而从已有文献能够获取的关于中国近年来去工

业化的趋势特征信息却十分有限。尽管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可能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倾向表示担

忧［30］，或者明确指出中国的去工业化进程已经表现出“早熟”特征［31］（P5-18），或者通过对比中国与发达

国家可比阶段的多个指标证明中国并未发生“过早去工业化”现象［32］（P15-23），但目前关于中国是否真

的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尚无定论。此外，虽然现有寻求发展中国家发生加速去工业化原因的文献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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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在少数，但由于各国发展过程呈现巨大差异，这些原因被用于解释中国实践仍显捉襟见肘，而国内鲜

有学者对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原因进行深入讨论，相关文献也较为匮乏。

本文着眼于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立足中国现阶段制造业发展的趋势和特征，提出一个标准化方法

研判中国是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从经验上深入分析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时间趋势与特征。进

一步地，本文尝试找出中国近年来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以期为现阶段中国维持制造业占比稳

定和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思路。

二、“过早去工业化”的判断标准

迄今为止，“过早去工业化”并没有国际组织相对权威、公认的统计界定或者判定标准。本文尝试结

合现有文献对“过早去工业化”的定义以及相关标准，提出一个标准化方法，以判断一个经济体是否出现

“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一） 现有的”过早去工业化“相关判断标准

“过早去工业化”这个概念最早由Dasgupta和Singh提出，他们指出曾经的工业化国家①都是在人均

收入较高水平时才开始出现制造业份额持续下降，服务业份额加快上升的趋势。根据历史数据，那些工

业化国家制造业份额开始持续下降时的人均收入通常为10000美元（现价），然而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

人均收入远低于10000美元时就出现制造业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 ［2］（P1-18）。

在此基础上，Rodrik对“过早去工业化”中的“过早”重新进行了定义，认为“过早”至少包括两方面的

含义：第一，发展中国家经历去工业化时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当年的水平，它们还未建立起强

大的制造业部门就开始经历去工业化；第二，发展中国家出现去工业化为时过早，以至于失去了通过发

展制造业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机会［15］（P1-33）。Rodrik采用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实际增加值份额和就

业份额三个指标来衡量去工业化，并利用1947-2012年4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数据

和增加值数据以及1970-2012年87个国家制造业就业数据和124个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数据进行分析，

观察1990年前后去工业化经济体的制造业份额峰值以及人均GDP，以对比不同时期的经济体去工业化

的趋势特征。但其强调使用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去工业化的有效性不如就业份额，且不同组别的国家

数据得出的结论差别较大。

Felipe等从制造业份额的角度提供了一种判断是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的标准［11］（P1-35） ［12］

（P139-168），他们利用63个国家的就业数据和135个国家的增加值数据，计算出了在给定人均收入水平

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若想达到该收入水平，其制造业份额应达到的临界值。根据其计算结果， 18%的

制造业就业份额和20%的制造业增加值份额是人均收入水平达到8000-22000美元的临界值，但其也指

出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临界值与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相关性较弱［11］（P1-35）。

在前人研究基础上，Ravindran和Babu提出了一种判断是否发生“过早去工业化”现象的标准化方

法［18］ （P1-27）。Ravindran和Babu指出，如果一个经济体同时满足 5个条件就被认为发生“过早去工业

化”的现象：（1）Emant - n，t ≥ Emant，t + n；（2）VAmant - n，t ≥ VAmant，t + n；（3）yt ≥ $11750；（4）Emant ≤ 0.18；（5）

VAmant ≤ 0.18。其中，yt代表该经济体在时期 t的人均GDP（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计），Emant和VAmant
代表经济体在时期 t的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实际增加值份额。Emant - n（或者VAmant - n）代表时期 t - n到时

期 t的制造业就业份额（或者制造业实际增加值份额）均值，同样地，Emant + n（或者VAmant + n）代表经济体

在时期 t到时期 t + n期间的制造业就业份额（或者制造业实际增加值份额）均值，n取值为7年。

（二） 改进后的“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

鉴于经济结构转型是个长期的趋势性变化，Ravindran和Babu的方法中仅凭单年的指标进行判断可

① 现多为发达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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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并不准确，因为单年指标可能存在较大的时间波动性而存在误差。本文在此基础上，借鉴Felipe等的

做法 ［12］（P139-168），采用7年期移动平均值计算特定时间段内的制造业份额以及人均GDP，通过构建一

套标准化指标体系判断一个经济体在某一阶段是否出现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本文同样给出5个判

断条件：（1）制造业7年期就业份额均值持续下降；（2）制造业7年期实际增加值份额均值持续下降；（3）

人均GDP7年期均值小于11750（2015年不变价美元）；（4）制造业7年期就业份额均值小于18%；（5）制造

业7年期实际增加值份额均值小于20%。若一个经济体同时满足以上5个条件，则认为该经济体出现了

“过早去工业化”现象。本文条件3的人均GDP临界值取值参考Felipe等的做法［33］（P429-453），条件4与

条件5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实际增加值份额临界值取值参考Felipe等的做法［12］（P139-168）。

三、中国“去工业化”现象的程度判断

基于改进后的“过早去工业化”判断标准，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相关数据研判中国是否出现“过早去

工业化”现象。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1990-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数据和增加值数据以及人均GDP数据，对中国是否出现“过

早去工业化”现象进行判断。本文1990-2018年中国制造业就业数据和增加值数据来源于格罗宁根增长

与发展中心数据库（Groningen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enter），该数据库提供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

51个经济体 1990-2018年国际可比的 12部门数据，包括就业数据、名义增加值数据和实际增加值数据

（以2015年美元不变价计）。本文1990-2018年中国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按国泰安数

据库中提供的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价（中间价）转换为美元现价后，再利用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

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提供的GDP平减指数转换为2015年美元不变价计的人均GDP。本文使用制

造业就业份额与实际增加值份额衡量中国去工业化趋势。

（二） 判断中国是否出现“过早去工业化”现象

本文基于改进的标准化方法对中国是否发生了“过早去工业化”现象进行研判。表 1为 1990-2018

年间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以及人均GDP的7年期移动平均值。

根据数据覆盖的时间区间以及判断标准，本文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时间段内中国制造业实际增加值

份额、就业份额以及人均GDP三个指标的数值与变化趋势：1990-1996年、1997-2003年、2004-2010年、

2011-2017年（或者2012-2018年）①。根据表1，1990-96年间中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为21.42%，实际增加值

份额为 29.83%，人均 GDP 为 740.88（2015 年美元不变价），而 1997-2003 年间这三个指标数值分别为

17.84%、29.82%、1316.63。这意味着，1997-2003年与1990-1996年相比，虽然制造业就业份额下降，但实

际增加值份额却在上升。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中国去工业化趋势满足本文判断标准的条件1、条件3以

及条件4，但不满足条件2与条件5。随后，2004-2010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份额和实际增加值份额分别为

① 限于篇幅，其余年份数值留存备索。

表1　1990-2018年中国制造业份额及人均GDP（7年移动平均）

起始年份

1990

1997

2004

2011

2012

结束年份

1996

2003

2010

2017

2018

制造业就业份额

21.42%

17.84%

19.19%

20.90%

20.78%

制造业实际增加值份额

29.38%

29.82%

31.08%

30.42%

29.98%

人均GDP（2015年美元不变价）

740.88

1316.63

3210.58

7481.59

7977.33

注：数据来源于格罗宁根增长与发展中心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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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与 31.08%，与前一阶段相比，既不满足条件 1也不满足条件 2，这表明该阶段中国制造业占比在

不断上升，并未处于去工业化状态。2011-2017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份额为 20.90%，实际增加值份额为

30.42%，人均GDP为7481.59，与2004-2010年相比，虽然实际增加值份额下降了，但就业份额却上升了，

不满足本文判断标准的条件1、条件4与条件5，即便为了保证使用最新数据，将最后一阶段的时间范围

确定为2012-2018年，判断结论仍旧不会发生改变。此外，为了避免移动平均期数对判断结果的影响，本

文将判断标准中移动平均期数的7年更换为5年以保证判断结果的稳健性与准确性。根据计算结果，即

使将移动平均期改为5年，上文的判断结论依旧成立①。

综上，无论是通过7年移动平均计算的指标还是5年移动平均计算的指标进行判断，中国去工业化

趋势都不能同时满足“过早去工业化”的5个特征条件。因此，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去工业化的动作是经

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标准化动作，并不同于拉美国家所经历的“过早去工业化”。特别地，Felipe等指出

制造业就业份额超过 18%与成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超过 2015年不变价计的 11750美元）具有强相

关关系［12］（P139-168），根据表 1，中国 2012-2018年间制造业就业份额均值为 20.78%，因此，与拉美国家

相比，中国应该更有能力在成为高收入国家之前应对去工业化的冲击。

四、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现象的基本趋势及影响因素

尽管上文判断出中国并未发生“过早去工业化”现象，但前文的计算结果初步表明中国大致于2012

年进入加速去工业化阶段。接下来，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在计量统计意义上验证中国去工业化的

时间趋势与特征，再进一步，本文尝试找出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 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1978-2019年中国31个省份（或地区）相关数据以及1978-2019年美国第二产业相关数据，

对中国去工业化的时间趋势、特征和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主要包括：1978-2019年中国 31个省份（或地

区）三次产业增加值数据和就业数据、人均GDP数据、年末总人口数据、进出口贸易数据，数据来源为国

泰安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2019年中国全体居民消费支出数据，数据来源为

国研网；1978-2019 年美国第二产业产出数据，数据来源为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1978-2019年美国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数据来源为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r Sta‐

tistics）；2000-2019 年中国贸易成本指数，数据来源为 WTO 贸易成本指数数据库（WTO Trade Cost In‐

dex）。上述名义价值变量转换成实际变量时均以 2015年为基期进行平减，平减指数来源于国泰安数

据库。

（二） 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现象的基本趋势

参考已有文献的做法［15］（P1-33）［17］（P1-34），本文使用式（1）的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中国去工业化的

时间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indshareit = β0 + β1lnpopit + β2lnpopit + β3lnyit + β4lnyit
+ ∑T

φTPERT + γDi + εit （1）
其中，indshareit为使用三种方式衡量的去工业化，包括省份 i在时期 t第二产业名义增加值份额、实际增

加值份额和就业份额。限于中国各省缺少长时间制造业相关数据，本文使用第二产业数据进行替代。

lnpopit为省份 i在时期 t的年末总人口数取对数形式，lnyit为省份 i在时期 t的实际人均GDP取对数形式。

PERT为根据时期生成的虚拟变量，主要包括代表1978-1989年时间段的虚拟变量，代表1991-1999年时

间段虚拟变量，代表2000-2009年时间段虚拟变量以及2009年之后每一年对应的虚拟变量，因此φT为本

文关注的核心系数，用来观察中国去工业化的时间趋势。鉴于前文判断出中国于2012年间进入加速去

① 限于篇幅，计算结果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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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阶段，本文以2012年为基准年份进行回归，且主要关注2012年后历年时间虚拟变量系数的大小

与显著性①。Di为省份固定效应，用来控制该省份地理、禀赋和历史等方面的遗漏变量。

首先，根据回归结果，用第二产业名义增加值份额与实际增加份额衡量的中国去工业化趋势较为相

似，两者2014-2019年的系数显著为负，且随着时间推移绝对值逐渐变大。这表明，2014年后中国工业增

加值占比与2012年相比发生了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下降，到2019年中国各省第二产业名义

增加值份额较2012年下降了10.10%，实际增加值份额较2012年下降了8.50%。同时，比较各年系数可

以发现名义增加值份额下降速度快于实际增加值份额的下降速度，这意味着，若排除产出价格因素的干

扰，中国去工业化实际速度其实不及名义速度。其次，从第二产业就业份额来看，2013-2018年中国第二

产业就业份额较2012年未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直至2019年才初步表现出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的显

著下降，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就业份额较2012年下降2.58%。与增加值份额相比，中国第二产业部门的

就业份额下降较为缓慢，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对中国出现“过早去工业化”风险的担忧。

（三） 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现象的影响因素

找出中国加速去工业化背后的原因，不仅可以帮助深入理解中国去工业化进程是否健康，还能为中

国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增强制造业竞争优势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应对思路。经典的结构增长理论指出，

需求升级和技术进步是导致社会资源在不同部门重新配置的最重要原因，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

和全球价值链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因此，本文将从这四个关键维度探究近年来中

国加速去工业化的原因。

1. 需求偏好升级

从需求侧来看，消费者需求偏好升级是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恩格尔效应告诉我们，随着

消费者实际收入上升，其消费支出逐渐由食品转向制造品再转向服务品，即在非同位偏好以及服务品的

收入弹性大于制造品的情况下，随着实际收入不断提升，消费者更大比例的收入会用于消费服务品。鉴

于本文主要关注中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因此将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居民消费偏好由制造品升级为服务品

的过程。为了观察偏好升级是否是导致中国近年来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本文对近15年中国居民

消费支出结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表 2 为 2005-2019 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份额年平均值以及年均增

长率。

根据表2，若以2012年为分界线，中国居民的消费偏好已经明显由制造品逐渐升级为服务品，且这

种偏好升级趋势还在不断加速。1978-2019年期间，中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了27倍②，创造了长达40年

① 限于篇幅，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②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

表2　2005-2019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份额年平均值以及年均增长率

变量

年份区间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消费支出年均份额

2005-2012年

0.35

0.08

0.19

0.06

0.11

0.11

0.07

0.03

2013-2019年

0.30

0.07

0.23

0.06

0.13

0.11

0.08

0.02

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

2005-2012年

0.11

0.14

0.18

0.16

0.15

0.10

0.13

0.13

2013-2019年

0.06

0.04

0.11

0.08

0.10

0.10

0.12

0.08

注：数据来源于国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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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增长奇迹，如此高速的人均GDP增长必然导致消费者偏好发生巨大改变，这是更高收入水平上需

求偏好的自然变迁，也是推动一个经济体从制造到服务转型最核心的力量。总而言之，中国居民消费偏

好升级无疑是导致2012年后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原因。

2. 技术增速改变

从供给侧来看，制造业技术进步是导致一个经济体去工业化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更确切地讲，是行

业间非对称的生产率增速导致社会资源逐渐由制造业流向服务业部门。现有基于生产率增长理论解释

去工业化的文献给出了具体的经济解释［21］（P429-443） ［24］（P1-14），在制造品与服务品替代弹性小于1的

情况下，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快速上升导致的供给增加使得制造品相对价格下降、服务品相对价格上升，

那么劳动力就会从生产率增长较快的制造业转移到生产率增长缓慢的服务业。其实，上述机制就是早

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发现的鲍莫尔效应［6］（P415-426）。然而，若只是在一个封闭经济中，使用“鲍莫尔

效应”去解释去工业化是可行的，但是，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长较快不一定会导

致制造业部门份额下降［23］（P478-486）。因为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中，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长会产生两

种效应，一种是上述的供给效应，会导致本国制造业份额下降，另一种是贸易效应，可能会导致本国制造

业份额上升。后者导致本国制造业份额上升的原因在于，若本国制造业部门生产率增速快于其他国家，

那么其制造品在整个世界市场上便具有更大的比较优势从而抢占其他国家的制造品市场份额①。因此，

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对本国制造业份额的影响需要综合考虑两种效应。

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方式，采用劳动生产率衡量各行业平均生产率［35］（P165-204） ［14］（P1-49），即实

际增加值比上该行业就业人数。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依旧使用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

产率代替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使用美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代表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制造业

劳动生产率。图1为1978-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与美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②的差

值以及1978-2019年中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速的差值。根据图1，2012

年后中国制造业在国际市场逐渐式微的比较优势使得上文中的贸易效应随之减弱，与此同时， 2012年

后中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带来的供给效应在逐渐加大。由上文可知，制造业技术进步产生的供给效应使

得制造业份额下降，产生的贸易效应使得制造业份额上升，2012年后中国制造业的供给效应在不断加大

而贸易效应在不断减小，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促使2012年后中国制造业份额不断下降。

① 准确来讲，这里的贸易效应应该理解为开放经济下的一种需求效应，即由于制造业比较优势上升带来的外部需求上升。因此，本文认为这里的

贸易效应本质上还是在解释技术进步对去工业化的影响，开放经济或者国际贸易只是作为技术进步影响去工业化的反向调节工具，这将在下文

做进一步讨论。

② 劳动生产率增速的计算方式为本年劳动生产率与上一年劳动生产率的差值比上一年劳动生产率。

图1　1978-2019年中国相关劳动生产率增速差值

          注：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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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贸易冲击

自 Matsuyama在一个开放框架下讨论非同位偏好和非对称技术增长率对制造业份额的影响后［23］

（P478-486），国际贸易对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影响也逐渐被众多学者所重视［25］（P667-82）［15］（P1-33）［34］

（P95-131）［35］（P497-528）［36］（1-29）。总体而言，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一个经济体去工业化的

进程。第一，贸易冲击直接影响一个经济体在世界制造品市场的比较优势，进而影响该经济体的社会资

源在各部门之间再配置。第二，一个经济体的制造品在世界市场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其他因素如何通过

贸易冲击影响该经济体去工业化进程。

首先，从第一条机制来看，显然，即使未发生偏好升级和技术进步，一国制造品出口贸易成本下降，

会直接增强其在世界市场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世界市场对其制造品需求增加，进而本国制造业份额上

升；一国制造品进口贸易成本下降，会增强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的比较优势，从而导致该国对外国制造

品需求增加，进而本国制造业份额下降。毫无疑问，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条机制都适用。

图2为2000-2018年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成本指数和进口贸易成本指数，具体来看，2012年后中国制造

业出口贸易成本却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2014年后这种上升趋势更为明显，而2012年后的中国制

造业进口贸易成本虽然有所波动，但是整体变化幅度不大。逐渐上升的出口贸易成本降低了中国制造

品在世界市场的比较优势，使得世界市场对中国制造品需求降低。不可否认，中国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工

业化进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向世界市场大量出口制造品。自2008年中国在世界市场制造品市场的出

口份额超越德国和美国后始终稳居全球第一，如此巨大的外部需求为中国持续推进工业化进程创造了

有利条件。相应地，一旦这种外部需求受到制约，由此带来的工业化进程也会受到制约，这些由出口贸

易成本上升减少的外部需求无疑是导致中国制造业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第二条机制来看，Rodrik在解释发展中国家发生“过早去工业化”或者加速去工业化现象的

原因时着重强调，制造业技术进步是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而全球经济一体化或者国际贸易冲

击才是近年来多数发展中国家加速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15］（P1-33）。对发展中国家加速去工业化更为

合理的解释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中从发达国家“进口了去工业化”，这可以从两方面来

理解。一方面，由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制造品在世界市场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其只能从发达国家进口制

造品，导致本国制造业份额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快速增长以及其在世界制造品

市场的较高比重，导致世界范围内制造品相对价格下降，挤压了发展中国家国内制造品的相对价格，在

生产率增速不及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最终出现制造业增加值份额与就业份额同时大幅下降。

不过对中国而言，这个解释显然不适用。第一，中国不同于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工厂”“世界

图2　2000-2018年中国制造业贸易成本指数

          注：数据来源于WTO贸易成本指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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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工业大国”“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其在世界制造品市场的份额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

因此中国并不是世界制造品市场的净进口者和直接价格接受者。因此，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下，前文用

来解释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原因更适用于中国实践。再结合图1图2来看，2012年后由于相对技术增速

下降和出口贸易成本上升，中国的贸易效应遭遇了双重负向冲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内制造业份

额的提升。

4. 全球价值链

事实上，自Caliendo和Parro在一个多国多部门的框架下考虑各部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联［37］

（P1-44），全球价值链对一国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也引起了广泛关注［28］（P289-326） ［27］（P73-87）。部门生

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关联是指，一个部门生产的产品可以作为中间投入品用于本国其他部门的生产，与

此同时，该部门生产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运往世界其他各国，作为中间投入品用于他国各部门

的生产。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若制造业部门进口贸易成本下降，国内制造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将会更

多使用来自国外的低价中间投入品以降低生产成本，而各部门间存在的投入产出关联对这种生产成本

下降具有放大效应，进而加快制造品相对价格下降的速度，最终使得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此外，Cravi‐

no和Sotelo利用1995-2007年WIOD（World Input Output Database）的数据进行观察发现，相对于服务业

部门，制造业部门在生产过程中更倾向使用制造业部门生产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Sposi 同样利用

1995-2011年WIOD的数据进行观察发现，对于所有部门，发达国家更倾向使用服务品作为中间投入品

进行生产①［28］（P289-326） ［27］（P73-87）。换言之，如果制造业部门进口贸易成本下降，制造业部门的相对

价格下降速度会快于服务业部门，进而导致制造业部门份额下降速度快于服务业部门，且这种现象在发

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图2，从绝对水平来看，中国制造业的进口贸易成本指数长期保持下降

趋势，虽然中途发生过两次小幅上升，但2016年后这种下降趋势再次出现。从相对水平来看，2012年后

中国制造业进口贸易成本指数相对于出口贸易成本指数亦呈下降趋势。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全球价

值链的大背景为中国制造业份额加速下降提供了第四种有力的解释。

总之，通过对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可能原因进行深入探究，本文发现需求偏好的变迁、生产技术的

快速增长、在国际市场逐渐式微的竞争优势以及全球价值链的大背景是导致中国近年来加速去工业化

的重要因素。尽管由此带来的去工业化趋势需要引起高度重视，但整体而言，这些原因也从一方面证明

现阶段中国去工业化进程还算健康，不必过分担忧。

五、结  论

目前，无论是从时间趋势和特征还是主要影响因素来看，中国现阶段去工业化进程依然处于健康状

态，尚未表现出明显的“过早去工业化”特征，而是执行了经济结构转型中的标准化动作。正如张斌所

言，历史上，但凡按照标准动作进行经济结构转型的经济体，无一例外的都迈入了高收入行列，高收入国

家的门槛不算太高，迈过这个门槛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32］（P16）。换言之，中国没有出现“过早去工业

化”并不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已经被充分释放，同样地，制造业比重下降并不意味着制造业重

要性下降。尽管学者们对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莫衷一是，但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

略表明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依然是大国竞争的根基，在传统竞争优势逐渐式微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升级

之路道阻且长。

根据上文，若以2012年为基准年份进行统计分析，中国工业增加值份额大致于2014年出现统计意

义上的显著下降，工业就业份额于2019年才出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下降，但实际增加值份额下降速度慢

于名义增加值份额，就业份额下降速度慢于增加值份额。尽管不同衡量方式指向的加速去工业化时间

① 数据中包含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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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点和速度有所差异，但它们却可以得出相似的结论，即2012年后中国已经初步表现出统计意义上的加

速去工业化趋势。本文从理论角度和事实角度出发探究其中缘由发现，需求偏好升级、相对技术增速改

变、国际贸易冲击以及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发展是近年来中国加速去工业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此，本

文尝试从以下几方面有针对性地给出中国在“十四五”期间保持制造业占比稳定以及增强制造业竞争优

势的应对思路。

第一， 适应需求偏好升级，着力发展新型消费产品。尽管随着需求偏好升级，国内制造品需求市场

逐渐疲软，但仍应看到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存在较大调整空间。事实上，自“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制造

业行业发展分化十分明显，虽然食品工业、纺织服装、塑料橡胶等行业增速下滑较快，但装备制造和电子

信息行业的比重却在同期上升。由此可见，高技术含量制造业产品以及新兴制造业产品或许可以作为

下一阶段推动国内制造业消费增长的重要依托，同时也是扩大中国内需的重要着力点。作为拥有超大

国内市场规模的转型中国家，我们既要看到偏好升级对传统制造业产品带来的挑战，更要看到偏好升级

为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型消费品产业创造的有利条件。“十四五”期间中国可大力发展新型消费品产业，将

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点放在适应偏好升级的新型信息产品，如智能家居、移动通信终端以及可穿戴设

备等。

第二，紧抓科技革命契机，加快推动战略新兴产业。制造业生产率不断提升是导致中国制造业就业

份额下降的重要原因，然而，在一个开放经济体系下，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相对增速下降也制约了制造业

份额上升。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新一轮科技工业革命给中国制造业增速带来的机遇。这其实包含

以下两层含义：首先，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人工智能等前沿数字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因此利

用数字技术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增速无疑是中国增强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重要途径；其次，虽然各国在传

统产业的竞争优势相对固化，但是在新兴产业领域，中国与发达国家处于相似的起跑线。新一轮工业科

技革命为中国实现赶超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理应牢抓此次机遇，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先导

性和支柱性产业，在产业领域形成中国制造业的特有优势，以便能在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

下实现弯道超车，保持制造业生产率持续增长，使其制造品在全球范围内始终占据有利地位。

第三， 立足贸易发展新格局，建设面向全球的自贸网络。贸易冲击和全球价值链是导致中国加速

去工业化的另外两个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自贸协定形成的外需结构优化效应或将成为推动中国制

造业升级的关键因素，中国应加快推动各种自贸协定的谈判进程，以降低因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造成的

贸易成本上升，加紧形成一个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一方面，

自贸协定对于促进中国外贸增长与降低贸易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自贸协定提升了产业链的稳

定性和安全性，有利于形成稳定、有韧性的贸易投资网络。中国拥有全球最齐全的工业门类，这种细化

的产业分工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和快速的供应链响应能力。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资本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配套能力薄弱，而发达国家则是加工制造能力欠缺。因此，中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

利用各种自贸协定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一方面加强与东南亚等国家中低端产业链合作，另一方面

实施中日韩产业链互嵌行动，深化中日韩电子信息高端产业链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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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Occurred in China:
 Criteria, Fa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Qian Xuefeng， Gao Wa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ill enter a 

new stage where new opportunities and new challenges coexist under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internal and ex‐

ternal environment. Only by clearly recognizing the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t this stage can we pinpoint its new position in the new stage and provide an impor‐

tant basis for its stable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China has not yet experienced the phenome‐

non of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judged by the trend of accelerating de-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which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based on standardized judgment methods. From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China roughly bid farewell to the peak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between 2012 and 2015, 

and began to experience an accelerating decline in the share of manufacturing. The rate of de-industrializa‐

tion, as measured by the employment share, is slower than that measured by the share of value added. After 

in-depth research from theoretical and factual perspective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upgrading of demand 

preferences, changes in relative technological growth, international trade shock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ar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have accelerated China's de-industri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fore, China should 

maintain a stable proportio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enhance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by adapting 

to the upgrading of demand preferences,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manufacturing products, seiz‐

ing the opportunit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of strategic emerg‐

ing industries, building a high-standard free trade zone network and facing the world on the basis of the new 

pattern of trade dev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Key words econom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 preference upgrading; 

technology growth rate; trade shock; global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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